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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外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形成：

以珠江三角洲私營企業主創業過程為例

鄭志鵬＊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從後全球經濟衰退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代工模式可能面臨終

結做為出發點，探討私營中資企業主的創業過程對理解改革開放後中

國資本主義生成所造成的影響。以往解釋中國私營企業興起的觀點，

特別是在長江三角洲以集體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蘇南地區，主要是依賴

由下到上的制度創新，以克服不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的國家政策，並且

透過工業區內人際網絡的緊密連結，進一步建立可資信賴的商業交易

規範。這些多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社會規範，不僅解決了集體行動

可能出現的搭便車問題，也進一步增加私營企業在國內的競爭優勢。

然而這種「資本主義來自民間」的觀點卻忽略了研究中國經濟轉型必

須面對地方上制度歧異性的問題。因為在以外資企業為主的珠三角地

區，中資企業主面對的組織場域全然不同於長三角，這些企業主創業

所需的訂單、資金、技術、人力、管理知識及技巧等，不一定得來自

民間自身社會網絡的支持，也可能是跨國資本（例如台商）引導下的

結果；亦即，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商業規範的建構可能是一種由

外而內的產物。最後，本文希望藉由這個個案分析增進我們對外生性

資本與後進國家資本主義生成的瞭解，並與現階段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的發展路徑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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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art-up process of Chinese private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uring the post-global

recessio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have emphasized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ism from below,” arguing that

entrepreneurs devis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that

enabled them to decouple from the established, unfavorable economic

order. Thes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Yangzi River Delta

not only resolved the free-rider problem, but also develop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self-organized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ism from below,” however, overlooked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in studying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Since local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embedded in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controlled by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Taiwanese

investors in particular, these nascent private entrepreneurs may acquire

capital, techniques, human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skills from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s other than local social networks. In other words,

China’s capitalist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business norms are forms of

“capitalism from outside.” This case study is intended not only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late-comers on the emergence of capitalism, but also

to contribute to the dialogue with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at thi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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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珠江三角洲中資私營企業的

興起背景

2015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公布「中國製造 2025」規劃，企圖用

十年的時間，打造以本土廠商為主的「紅色供應鏈」，但這卻不是一

個新的現象。有世界工廠之稱、位於中國南方沿海的珠江三角洲（以

下簡稱珠三角），這幾年在經濟地景上早已產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導致全球經濟衰退，以往由台商主導的

中國外銷加工製造業正在面臨轉型升級的挑戰。以本文的田野地東莞

為例，以往大型工廠林立的狀況已不復見，許多台商工廠不是縮小規

模，便是企圖轉型成人力成本負擔較輕的貿易公司，有一部分廠商甚

至已經將主要生產基地遷往中國內陸省分，或者乾脆外移到中南半島

的越南與柬埔寨等國家。雖然許多台商工廠已經人去樓空，但是這些

樓房並不是完全閒置、無人使用，相反地，許多中國的中小型企業已

經開始承租這些廢棄廠房，並建立屬於自己的事業版圖。於是「台資

企業沒落，中資企業興起」，便成為是後全球經濟衰退 (post-global

recession)時期珠江三角洲經濟地景的一個重要特徵。

圖 1 一位中資企業主正在察看欲承租的台商廢棄廠房，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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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珠三角中資私營中小企業的崛起也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其實

在 2008 年之前，這些中小型企業已經開始出現在台資工廠的周圍，

成為台商應付出口淡旺季的生產調節器。只是在 2008 年之後，這些

中資企業的數目及業務承攬範圍，已經成長到足以威脅台商在全球商

品鏈扮演半邊陲手肘角色的地位，並且還是目前仍留在珠三角當地台

商的重要合作夥伴，承接台資企業轉包的訂單。這種訂單由台資轉向

中資企業的現象，也解釋了為什麼珠三角的加工貿易生產模式並未如

預期的因為台商大逃亡 1而終結的原因。2從表 1呈現的廣東省與世界

鞋都東莞市鞋業出口數據便可得知，雖然國際金融風暴後的 2009 年

出口金額與數量雙雙下降，但是廣東省在 2010 年之後的表現已經回

穩。即使東莞無法回復往日榮景，但是出口金額卻持續上升，3因此

在整體狀況穩定但台資鞋廠數目與規模急速減少的情況下，4被中資

鞋廠取而代之便是顯而易見的情況，這也是外銷導向的傳統製造業在

廣東省發展高新產業「騰籠換鳥」的政策壓力下，展現出存活的彈性

與韌性。

如果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台資企業沒落，中資企業興

起」只是跨國資本移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結果，重複著過去價格決定

論（接單價格競爭力）的單調故事。但是新經濟社會學告訴我們，生

產網絡的移轉與重組是一個包含國際買主（貿易商）、製造商、材料

商與工人在內的行動者，面對市場不確定環境的一個多邊協調過程。

亦即新經濟社會學的分析焦點在於經濟行為發生的社會脈絡，因而探

討中國沿海地區中資企業的興起過程也必須放回組織場域

(organizational fields) 裏檢視，才能夠得到一個較為完整的創業者圖

1 這個說法來自《商業週刊》2008年的報導。
2 珠三角代工模式可能面臨終結的觀點來自於吳介民在 2012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發表的

文章〈中國珠三角發展模式變遷：1989-2009〉。
3 這代表東莞這幾年出口數量與出口金額之間的關係已呈現出一種脫勾的趨勢，這可能

意味著東莞外銷鞋業的接單價格有所提升，產業升級的情況正在發生。廣東省這一、
兩年也有同樣的趨勢。

4 不論是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還是鞋業台商自己的大略推估，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
生以來，至少約有 35-40%的台資鞋廠關廠遷移或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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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本文將以世界工廠的重要生產基地中國珠江三角洲為例，探

討外銷鞋業裏的中資私營企業主做為一個新生企業家 (nascent

entrepreneurs)群體，如何獲取創業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技術、訂單

與管理知識，以及他們如何處理進入全球商品鏈可能會面對的市場不

確定性，例如國際買主的勞動人權稽查與生產網絡交易協調等問題。

藉由這個個案研究，本文企圖釐清在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轉型的

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建構除了原先既有對財產權等正式與非正式制度

的討論外 (Walder 2011)，還需要一併處理在轉型過程中的行動者，主

要是私營企業，他們如何取得創建與經營企業的各項要素與規範，這

樣我們才能較為完整地理解中國的經濟轉型路徑。做為跨國資本家並

從 1980 年代晚期便開始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投資的製造業台商，便

表 1 廣東省與東莞市鞋業出口數量與金額

廣東省 東莞市

製鞋業／年分
出口數量

（億雙）

出口金額

（億美元）

出口數量

（億雙）

出口金額

（億美元）

1999 17.86 42.18 5.4 8.2

2000 19.23 45.34 4.9 7.6

2001 18.85 43.42 4.8 7.7

2002 19.69 46.38 4.7 8.6

2003 22.11 52.70 5.2 10.6

2004 24.69 60.67 5.6 13.1

2005 29.10 72.15 6.0 16.5

2006 31.26 81.09 6.1 19.2

2007 34.69 91.99 6.0 22.4

2008 32.65 106.20 5.5 26.1

2009 13.86 99.86 2.4 23.7

2010 41.47 124.75 2.7 29.7

2011 42.29 135.95 2.2 29.3

2012 36.20 132.34 1.9 28.4

2013 34.05 139.17 1.7 28.2

2014 29.62 147.21 1.6 29.0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2000-2015)、東莞市統計局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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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文獻回顧：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與

私營經濟的興起

關於共產主義經濟轉型路徑的辯論，一直是比較社會主義研究的

焦點所在 (Kornai 1992; Stark and Bruszt 1998; King and Szelenyi 2005;

Hamm et al. 2012)。一般來說，有三種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向資本主義

過渡的理念型，分別是由上而下的資本主義 (capitalism from above)、

由外而內的資本主義 (capitalism from outside)，以及由下而上的資本主

義 (capitalism from below)。由上而下的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以前蘇聯與

東歐國家為代表，它們採取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提出的休克療法

(shock therapy)，將國家的公有資產與國有部門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

(massive privatization)，希望可以迅速建立一個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的

現代資本主義制度 (Stark 1992; EBRD 1996; Liberman et al. 1997; King

2003)，這又被稱為是一種「大爆炸」(big bang) 的轉型路徑；由外而

內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則以匈牙利等中歐各國為代表，雖然同樣奉行

新自由主義，但是它們卻放棄蘇聯式的大眾私有化路徑，轉而將國營

企業出售給跨國資本家，企圖透過引進跨國企業來打造自由市場所需

的社會制度，並且提供國內經濟與世界市場接軌的機會 (Eyal et al.

1998; King 2001, 2002)；最後一種轉型路徑則是由下而上的資本主義，

以中國與越南為最主要代表，它走的是一條混合式經濟的發展道路，

亦即在不放棄社會主義公有產權的意識形態下，共產黨在某種程度上

允許本土私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發展，但是仍然保留大型國營企業與

鄉鎮集體企業做為它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掌握國內政治經濟權力的物質

基礎 (Yang 1996; Zhou 1996)。因為不在改革一開始便觸及社會主義經

濟體制的核心要素，於是這種轉型路徑又被稱為是一種「從計畫外成

長」(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模式 (Naughton 1995)。

然而有別於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預測，中國較為保守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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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經濟改革策略卻比其他兩種路徑，創造出更為繁榮的市場經

濟。5中國的這種經濟奇蹟是如何出現的？一個主流的觀點是國家中

心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透過財政改革、下層結構建設與非正式的

產權制度創新，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 (Oi 1992, 1999; Walder

1995; Duckett 1998)。但是這種國家中心論的觀點卻透露出私營企業在

共產黨政府尚未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仍很容易受到整肅與傷害，

而且它也無法進一步回答具有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的人民是

如何回應並抓住有限的創業機會，並且發展出可以解決制度轉型所產

生的不確定性的機制，特別是私營經濟的快速成長已經日漸成為中國

經濟奇蹟光環裏最重要的一部分。亦即，解答中國私營經濟的興起需

要將由自下而上的企業家行動納入考慮，這也是 Victor Nee and Sonja

Opper出版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2012)這本著作的最主要目的。6

Nee and Opper這兩位作者提到，在中央政府仍然奉社會主義為主

導意識形態的情況下，相較於享受許多政策優惠與補貼的國營企業，

中國私營企業的興起主要是依賴由下到上的制度創新，例如依靠非正

式的關係金融來籌措創業資本，7以克服不利於私營企業發展的國家

政策，並且透過工業區內人際網絡的緊密連結，進一步建立可資信賴

的商業交易規範。這些大部分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社會規範，不僅

解決了集體行動可能出現的搭便車問題，也進一步增加了私營企業在

國內的競爭優勢。亦即，在中國尚未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況

下，私營經濟在 2009年仍然貢獻了 40% 的國內經濟產值，以及雇用

了 47% 的勞動力 (Nee and Opper 2012: 3)。因此對 Nee and Opper來

5 雖然探討造成後共產主義國家路徑選擇差異的因素並不是本文的重點，但這卻是比較
社會主義研究的焦點所在。關於這部分的討論，請見King and Szelenyi (2005)的分析。

6 這本書其實是對 Nee (1989) 當年提出的市場轉型理論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引起爭
論的一種回應。因為市場轉型理論指出，市場轉型的結果將削弱以往黨政官僚掌握資
源分配的權力，而有利於直接生產者（農民與工人）的利益分配，但是後來的文獻
(Wank 1999; Oi and Walder 1999)卻提出不同的證據，認為在中國這種混合式的經濟形
態下，地方幹部才是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最大贏家。

7 對於中國這種非正規金融制度更細緻的描寫與分析，請見蔡欣怡的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Tsa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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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強調國家的角色對理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幫助並不

大；相反地，這些有助於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不確定性的制度

是來自於私營企業家們反覆試誤 (trial and error) 後產生的結果，這也

是Nee andOpper所謂「資本主義來自民間」(capitalism from below)或

者是說由下而上的資本主義觀點的由來。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種「資本主義來自民間」的觀點可能忽略

了研究中國經濟轉型必須面對來自地方制度的歧異性（吳介民

2009）。由於 Nee and Opper 的田野調查地點是改革開放初期以「蘇

南模式」聞名的長江三角洲（以下簡稱長三角），在鄉鎮集體企業占

據優勢位置的情況下，私營企業的發展只能來自民間社會網絡的支

持，但是珠三角的發展並非如此。珠三角所在地的「廣東模式」，從

建立之初便是以吸引外國投資為主，8特別是來自香港與台灣資金的

湧入，不僅推動當地外銷經濟的蓬勃發展，並且使得珠三角成為世界

工廠的重要基地。因此，促使珠三角私營企業興起的因素將不同於長

三角，而且可以進一步預期的是，長期掌握珠三角出口導向產業的台

商將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說，珠三角私營企業的興起可能

來自於跨國資本的引導，是一種類似於匈牙利與捷克等中歐國家由外

而內的後社會主義轉型路徑，只是中國在政治體制的改革方面相對延

宕。

然而如果要理解台商對於中國沿海私營企業主創業的影響，我們

必須先討論以下這個問題：為何台商當初可以比其他外資企業在中國

取得較好的經濟表現？1980年代晚期，因為台灣投資環境惡化，使得

原本群聚於台灣中部的中小型企業開始外移到中國尋找事業第二春，

然而面對中國的經濟轉型，市場不確定性更高，如何解決投資過程中

當地環境對生產的干擾，便成為維繫台商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繼續扮演

「半邊陲手肘」的關鍵。對外，台商與地方政府共謀建立虛擬產權關

8 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波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有三個都位於珠江三角洲，分別是深圳、
珠海與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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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制度化官僚猖獗的尋租行為，並且利用戶口制度建立起剝削農民

工的壓制型勞動體制（Wu 1997；吳介民 2011）；對內，台商將協力

生產網絡從台灣中部搬遷到中國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以廠商長久互

動產生的信任關係，建立起飛地經濟 (enclave economy)發展形態（鄭

陸霖 1999；Chen 2012）。

不同於大型企業強調組織垂直整合的功能，台灣的中小企業基本

上是以垂直分工的網絡式組織為主（陳介玄 1994），這種強調人際互

動的網絡式組織不僅具有生產彈性與效率 (Piore and Sabel 1984; Uzzi

1996)，而且也是經濟行動者重要的創業途徑，「老闆之島」(Boss

Island)一詞便清楚說明了台灣製造業外包網絡「事頭滋生頭家」的情

形 (Shieh 1992)。儘管生產基地由台灣轉移至中國，同時也因為土地與

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使得企業規模擴大，但是台商的網絡式組織並未因

產業的遷徙而有太大的改變，而外包制度的保留也使得中國新興的私

營企業在 21 世紀初期全球經濟再結構的變動環境下，有機會進入到

台商的生產網絡之中，進而造成飛地經濟的崩解 (Cheng 2014)。

在進一步分析中國私營企業的興起與台商生產網絡之間的關係

前，我們有必要先探究一個企業到底是如何被創建出來的。經濟／組

織社會學析釐出四個影響企業創建過程的主要因素，分別是：以往的

工作經驗、社會網絡、企業家的身分背景與資金來源 (Aldrich 2005)。

以往的工作經驗經常會提供在職者創業的機會，而且創業者通常也會

因為知識取得的便利程度而選擇創立一個與先前工作經驗有關的企

業，或者是為先前的雇主服務 (Johannisson 1988; Romanelli 1989;

Burton et al. 2002)。再者，擁有結構洞數量愈多的經濟行動者，因為

可以獲得多樣化的訊息來源 (Burt 1992)，將有助其創業與從事跨國經

濟活動 (Dubini and Aldrich 1991; Portes et al. 2002)，例如 Saxenian

(2006)便從跨國的角度出發，分析台灣、以色列、中國、印度等新興

工業化國家高科技產業的成功，是因為當初留美工程師回國創業，接

通了矽谷與本國科學園區的聯繫管道，建立了自身的區域競爭優勢。

此外，擁有相同族群背景或者強連帶關係的經濟行動者，對於創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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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資金的取得也都有正面的幫助 (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1993; Uzzi

1999)。

那麼中國私營企業主的創業過程呢？以珠三角的製造業為例，當

地的私營企業（以下簡稱中資廠或中資企業）之所以能夠崛起，基本

上是台商回應中國生產成本日漸上升的結果，而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

只是加快了它的速度與比重。換句話說，中資廠因為比台商更容易控

制生產成本，進而提高了他們接單的競爭力，但問題是中資企業為什

麼能夠壓低生產成本？他們當初的創業資金、機器設備、生產技術、

市場訊息與管理技巧從何而來？他們的勞動治理過程又是如何？他們

的擴張與創新策略是什麼？如何與組織領域內其他的行動者互動？這

些問題都是強調價格因素的主流經濟學無法適切回答的，我們得從上

述的經濟／組織社會學對於企業組織興起的研究中去尋找答案。不過

可以確認的是，台商在珠三角中資企業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

角色，這從許多中資廠的幹部都曾經在台資廠裏打過工這一點可清楚

印證。這也是為什麼探討中國私營企業的產生必須將台灣資本的影響

列入考慮，而不能只是單純地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商業規範，

在中央政府重心仍放在國營企業的經濟轉型時期，只有來自民間社會

的因素，因為資本主義也可能來自於外部。以下，本文將先說明影響

中國私營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接著再以東莞的外銷製鞋產業為例，

探討當地中小型私營企業主的創業過程，並且釐清這個群體的創業過

程與台商之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增進我們對於中國經濟轉型路徑的理

解。

三、制度轉型下的中國私營企業發展

中國雖然自 1978 年進行改革開放，放鬆官僚計畫經濟體制對於

生產活動的控制，並且讓市場機制開始成為一個扮演協調經濟活動的

重要角色，但是做為一個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政體的中國，卻從未放

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發展策略。儘管如此，隨著私營經濟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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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貢獻程度日漸增加，中國共產黨也開始逐步修正憲法，將私營

經濟納入國家的治理範圍，並且進一步保障私營企業主在政治及法律

上的地位。但同時也必須強調共產黨的這些做法，通常只是被動地回

應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 (Tsai 2013)，直到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在 2000年

代中期以後出現政治經濟危機，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待私營企業的態度

才開始有了明顯的轉變。只是這種轉變，主要是相較於外資企業，而

不是國營企業。

首先，中國的市場改革是從農村地區開始的。1980年代初期推行

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允許在上繳規定的農產品數量給國家後，農

民可以將剩餘的部分拿去市場上自由出售，並且保留販售所得。這個

制度不僅迅速改善了農民的經濟地位，並且創造出一批農民企業家

(Nee 1989)，也同時開創了私營經濟的生存空間。但是改革開放的前

十年，私營經濟活動的主體仍只限於小規模傳統家戶生產性質的個體

戶，9私營經濟這個名詞以及其背後所代表「可能存在」的財產權意

涵一直要等到 1988 年 4 月才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

法修正案中。這個憲法修正案在原本憲法的第十一條中增加了以下規

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

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

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也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

集體經濟以來，首次在憲法上重新確立私營經濟在法律上的地位。接

著國務院在同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更為

詳細規定私營企業的登記註冊與經營用工形式：私營企業指的是雇工

人數超過 8人以上的企業型態，而與個體戶明確區分開來。

不過，這不表示私營企業就此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行動者，

因為在中共 1987 年召開的十三大全會論述中，私營經濟仍只是社會

主義初級發展階段中做為公有制的一種補充，而且位階還次於具有集

9 個體戶這個名詞的第一次出現是在國務院於 1981年頒布的〈關於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
的若干政策規定〉之中，1983年發布的〈補充規定〉則對個體戶的經營範圍與注意事
項做了更詳細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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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質的鄉鎮企業。換句話說，雖然私營經濟獲得法律的承認，但是

它沒有獲得政府任何政策上的實質協助；而且相較於鄉鎮企業，私營

企業在登記註冊、稅制、融資、生產原料與出口許可的取得等各方

面，都明顯不利於由地方政府操盤的鄉鎮企業，這也是以集體企業為

發展主體的「蘇南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10因此在政策偏袒

公有制企業的制度結構下，為了生存與發展的私營企業只好選擇「戴

紅帽子」或者是「掛靠」在鄉鎮企業下 (Liu 1992; Naughton 1994; Oi

andWalder 1999)。這些做法除了可以在「姓社」與「姓資」的論辯中

取得政治保護傘之外，還能獲得鄉鎮企業所享有的政府扶持措施與補

助，但前提是私營企業也必須支付一筆費用給尋租的地方政府官員

後，才可以使用集體企業的名義、土地與銀行帳戶 (Wank 1999)。由

於是用假集體企業的身分做為掩護，私營企業的產權是模糊、充滿了

不確定性，很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壓，或者由於政治大氣候的轉

變，例如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而被迫關閉 (Whiting 2000)。因此在國營

企業做為中國經濟主導地位不變的意識形態影響下，即使私營企業占

整體經濟的比重持續上升，例如 1990-2000年之間（特別是 1992年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南巡之旅」後）私營企業的登記註冊數目、雇用人

數與對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貢獻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 32.8%、29.2%

與 58.7% (Tsai 2013)；但是對中共來說，私營經濟在整個 1990年代時

期仍只是維繫公有經濟體制的次要、預備的角色而已 (Huang 2008)。

雖然 1999 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已明確指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

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

分」，但是對私有產權的進一步保障仍必須等到 2004 年才獲得中共

的肯認。

在 2004 年實施的憲法修正案中，中共將憲法原本第十三條條文

「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

10 另一個解釋蘇南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於地方政府對鄉鎮企業有較明確的財政誘因
（保留規定上繳國庫後的利潤），而且可以較為彈性寬鬆地解釋中央頒布的社會福利
政策，因此使得鄉鎮企業相較於國營企業有比較好的經濟表現 (Oi 1992;Wald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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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的部分修

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與「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

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正式宣告在法律上共產黨政府將保護

私有部門的利益。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於鼓勵支援和引導個體私營

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中也清楚指出要完善私有財產保護

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業的合法財產，不得非法

改變非公有制企業財產的權屬關係。11而 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更

明確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到法律保

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等於確認了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在法

律上的平等地位，私營企業的發展也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但是法律的制訂與執行通常無法相提並論。許多私營企業主對於

法律的執行仍心存疑慮，因為地方法院仍然從屬於地方政府的政治利

益，並以中國共產黨的最終意向為依歸，法律上的判決未必可以遵守

中立的原則 (Wilson 2008)。許多在本文中受訪的中資企業老闆也有同

樣的看法：畢竟法院是政府開的，與政府打官司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

事，況且勝訴之後也不一定能夠保證判決可以真正被執行。世界銀行

2016年公布針對 189國做生意 (doing business)難易度的調查中，中國

在創業部分排名第 136，取得建築許可排名第 176，電力供給排名第

92，對少數投資者的保障排名第 134，總排名是第 84，比羅馬尼亞、

匈牙利與捷克等前共產國家還低。12

由此可知，即使法律已保障中國私營企業主的權益，但是他們所

面對的創業與經營環境仍不友善，尚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這種比較

的基準是以公有制經濟體制為主，而中共這種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明

顯不利私營企業發展，這也是為什麼 Nee and Opper 主張中國的資本

主義發展只能來自於民間的原因。不過，如果我們將分析視角轉向，

11 此後，國務院分別又在 2009與 2010年頒布了〈關於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
意見〉與〈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希望繼續深化引導非公
有制經濟發展的方向。

12 參見網址 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取用日期：2016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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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參照的對象由國營企業轉換至外資企業，那麼對於中國現階段經濟

轉型路徑的理解，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因為相較於外資企業，中央

政府已經開始提高私營企業的經營地位，希望可以藉此增加本地企業

（又稱為內資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2006年出台 13的「十一五」計畫便是可以用來說明中央政府對內

外資企業思維模式轉變的一個例子。中共透過調整國內產業結構與發

展模式，連帶促使政府管理體制 (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幾個重要

政策，例如兩稅合一 14在 2008年 1月 1日的實施，將外資的企業所得

稅率由原來的 17% 調升至 25%，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則由原來的

33%下修至 25%，稅制統一後的最大影響便是外資企業不再享有政府

給予的稅率優惠，而以往受制於高所得稅率的內資企業開始有了與外

資企業公平競爭的基礎。為了因應後全球經濟衰退時期而在 2011年開

始推動的「十二五」計畫，更明白顯示擴大內需與改善所得分配（打

造小康社會）是中國未來五年施政的主要目標。換句話說，由於中國

的發展方向是企圖由世界工廠轉向為世界市場，因此扶植本地企業成

為中央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地方政府也隨之出台相關的配合措施。

以本文分析的東莞地區為例，東莞市政府在 2008 年成立了「內資經

濟促進中心」，提供內資企業資金補助與技術上的協助。此外，東莞

也在 2008與 2010年分別成為廣東省與中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試點城

市，市政府提供了 10 億元中小企業融資支持計畫，希望能夠幫助內

資企業主創業與進行產業技術升級轉型，更不用說其他一些協助內資

企業到國內外參展與資助架設網站等小額補助費用（王柏期 2014）。

然而與其說這些措施有助於內資企業的成長，不如說地方政府勞動檢

查的雙軌制才是差別化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競爭力道的主要原因，下

文會進一步說明。

13 「出台」為中國用語，意指新規定或新政策的頒布實施。
14 中國的「兩稅合一」指的是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法」

合而為一。簡要的說，在 2008年以前，外商在中國投資設廠是適用「外商投資企業和
外國企業所得稅」，而中國本地人設立公司時則以「企業所得稅法」來課稅。這種稅
制分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鼓勵外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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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私營經濟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具有多重意義。如果從公

有制經濟體制的角度來說，在中共尚未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承

接社會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依賴環境下，象徵資本主義精神的私

營經濟發展不可能像前蘇聯等東歐國家採取由上而下的休克療法，反

而會近似於混合經濟的做法，國家將私營經濟視為是公有制經濟的補

充，此時私營經濟的興起仰賴的是由下而上的漸進式改革。但是如果

從外資企業的角度來說，中共正在改變過去優先引進外資以促進經濟

成長的策略，希望可以促進本地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以廣東模式

聞名的珠三角地區。而在珠三角中小型私營企業崛起的過程中，除了

政府的政策引導外，跨國資本更是在其中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是來自筆者 2012-2015這四年在中國珠三

角地區進行的田野調查，最主要的訪問對象是從事製造業的中資企業

主與其幹部，同時涵蓋台資與港資等外資企業。此外，筆者也蒐集了

關於中國私營企業的相關法令、規定與統計數據，再加上新聞媒體的

相關報導，做為分析中國私營企業主創業過程的背景基礎。

本文對於私營企業的定義是採用國務院在 1988 年頒布〈中華人

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第二條與國家統計局在 1998 年發布

〈關於劃分企業登記註冊類型的規定〉中第九條的規定：私營企業是

指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 8人以上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其類型包括

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和獨資企業以上四種。就全

國私營企業的產業結構分布來看（見表 2），1990-2010年之間第二級

與第三級產業的比例大致對調，私營企業從事第二級產業的比例由

71.8%降至 28.9%，而從事第三級產業的比例由 28.2%上升至 68.8%，

第一級產業則維持不變，本文選擇研究的製鞋產業屬於以製造業為主

的第二級產業。為什麼是製鞋產業？除了研究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

比較社會主義文獻皆以工業當作主要分析對象外，中國在過去二十多

年來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鞋業製造基地。根據葡萄牙的APICCAPS

製鞋協會在2014年出版的「世界鞋業年鑑」(World Footwear Yearbook)

統計，全世界有 71%的鞋子是由中國製造，而包括東莞在內的廣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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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區又是世界鞋業的重要生產基地 (APICCAPS 2014)，因此檢視

珠三角私營企業主的創業過程，對我們理解中國資本主義生成的面貌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四、外生的資本主義形成：以珠三角中

小型私營企業主的創業過程為例

正如前述，在後全球經濟衰退時期的珠江三角洲，生產地景發生

了很大變化。因為 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與 2009年歐洲債信危機

所引發的一連串國際金融風暴，使得長期依賴歐美消費市場支撐的中

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面臨改弦更張的必要，於是強調內需成為中國「十

一五」與「十二五」計畫的重要施政目標。但是中國政府快速提高基

本工資與改革企業所得稅，再加上東南沿海的缺工問題，卻導致外資

經營成本上漲而掀起一波出走潮，而台商正處在風暴的中心。為了因

應全球經濟不景氣與中國沿海管理體制的緊縮，台商開始縮減企業規

表 2 中國私營企業的戶數、雇用人數、規模、組織類型與產業結構

(1990-2013)

年分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戶數（萬戶） 9.8 65.5 176.2 430.1 845.5 1253.86

雇用人數（萬人） 147.8 822.0 2011.1 4714.1 7623.6 14384.59

規模（平均雇用人數） 15.1 12.5 11.4 11.0 9.0 11.5

組織

類型

(%)

獨資企業 54.5 46.0 28.4 20.2 15.1 -

合夥企業 41.1 18.1 9.9 3.0 1.5 -

有限責任公司 4.4 35.9 61.7 76.8 83.2 -

股份有限公司 0 0 0 0 0.2 -

產業

結構

(%)

第一產業 0 1.1 2.3 1.9 2.3 2.11

第二產業 71.8 50.4 39.4 33.3 28.9 7.31

第三產業 28.2 48.5 58.3 64.8 68.8 90.58*

資料來源：張厚義（2012）、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14）。
註 1： 2014年出版的《中國工商行政管理年鑑》在一些項目進行了修正，例如已不再針對

私營企業的組織類型進行統計（以-表示），另外在產業結構部分則將原先單獨計算
的個體戶納入私營企業，導致第三產業的比例大幅提高（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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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並進行產業升級轉型，或者乾脆關廠遷移，往內陸尋找下一個可以

暫時棲身的珠江三角洲，與此同時，中資企業則在沿海地區開始大規

模地出現。上述 21 世紀初期的全球經濟再結構，是我們進入分析中

資企業主創業過程之前必須先瞭解的重要歷史背景。

從表 3可以清楚看到 2007-2008年之間東莞市的台資企業數目急

速下降，在直接腰斬之後則是在低檔徘徊，這幾年才有緩慢回升的趨

勢，但是私營企業的數目則是一路快速上揚。15此外，透過專營外銷

出口的製造業台商將生產訂單由原本的台資協力廠大量轉包與轉移到

中資企業的這個現象，也可以協助我們確認珠三角中資廠大量興起的

原因與全球商品鏈的向外延展有關。那麼，為什麼私營的中資企業比

台資企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答案與生產成本有關。

（一）中資企業的競爭力來源

珠三角中資企業崛起的時間，若以東莞製鞋產業來說，一般都是

在 2000年之後，2003-2004 年左右數量開始成長，到了 2008 年國際

金融危機之後，因為「台商大逃亡」，使得中資廠有機會可以填補許

多台商逃亡後遺留下來的空缺，正式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員。這些

新興的中資企業大多圍繞在台資廠四周，生產地點的集中讓珠三角外

銷鞋業的網絡式組織結構不會因為行動者的更替而崩解，而東莞做為

世界鞋都的地位也不至於因為台資企業的遷徙而有太大的動搖。

以下便是包括中資與台資企業主及幹部在內的受訪者最常提起中

資企業興起的因素。首先是工廠管銷費用的問題。雖然過去幾年台資

廠台幹的人數已大幅下降，但是相較於中資廠而言，台幹的薪資還是

比中資廠聘請的本地幹部高出不少，如果再加上每年四到五次來回台

15 不過廣東省的整體狀況比東莞好，私營與港澳台企業數目都同步上揚，只有後者在2008
年因為受到金融危機影響而下滑，直到 2010年才回到金融危機前的投資數目。一個可
以解釋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東莞是一個以外銷製造為主的城市，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
影響較大。不過因為廣東省與東莞市的統計年鑑並沒有提供私營企業內部產業結構區
分的數據，以致於本文無法深入探討三級產業分別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這
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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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免費機票與食宿供應，台資廠這方面的負擔的確比較大。重點

是，中資廠除了車間裏面的組長與小組長外，真正的行政幹部並不

多，而且通常是由老闆或女老闆自己一手包辦。也就是說，中資廠看

似有台資廠的組織架構，但是董事長或者是總經理經常身兼數職，目

的是為了減少管銷費用，這種情況很像台灣早期中小企業「校長兼撞

鐘」的現象。再者，廠房租金也是管銷成本之一，因為金融海嘯造成

許多台資企業關廠，空屋率上升的結果使得東莞各鄉鎮的房地產價格

下跌。2014年 7月筆者陪同一位欲擴大經營規模的中資廠韓董事長 16

表 3 廣東省與東莞市私營企業與港台企業的數目變化 (2000-2013)

單位：戶

年分
廣東省

私營企業

廣東省港澳台

投資企業

東莞市

私營企業

東莞市

台資企業

2000 - - 8,160 2,717

2001 - - 9,260 3,605

2002 - - 12,529 10,830

2003 - - 16,820 10,969

2004 208,149 33,473 23,225 9,450

2005 238,141 35,672 29,017 10,141

2006 283,870 40,510 38,282 10,271

2007 326,032 46,269 48,955 10,041

2008 358,394 40,664 63,241 5,122

2009 431,298 43,940 74,229 5,141

2010 503,520 46,278 88,650 5,417

2011 584,709 49,291 104,689 6,114

2012 656,738 50,696 122,703 6,435

2013 614,292 43,377 144,794 9,151*

2014 754,589 49,815 180,829 8,911*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2005-2015)、東莞市統計局 (2001-2015)。
註 1： -代表缺少該年度的資料，因為《廣東統計年鑑》在 2003年之前沒有登載私營企業

與港澳台企業的單位數，僅表示出逐年的成長百分比。

註 2： *代表的是東莞在 2013年之後便將包含港澳台在內的所有外資企業一起進行統計，
以致於數字大幅上揚而呈現失真的情況。

16 為了保護受訪者，本文中出現的人名與廠名都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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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東莞寮步察看欲承租的閒置廠房（見圖 1），當時每平方米的租金

是每月人民幣 8元，韓董說這比金融海嘯前的租金已跌了一半以上，

而且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最後，中資廠規模普遍較台資廠小，以東

莞鞋業為例，相較於台資鞋廠在縮減規模後都還有近千名員工，中資

鞋廠大部分都在 200-300人之間，而 500人以上已算是大廠，因此薪

資費用的攤銷壓力較小。由以上三個例子便可得知，中資廠因為管銷

費用較低，增加了它在接單價格上的競爭力。

另外一個提升中資廠接單競爭力的因素是勞動成本。根據筆者的

訪談結果，薪資水平 17在兩者之間的差別並不大，真正的關鍵在於社

會保險覆蓋率，18除了政府的稽查外，這也是國際買主是否下單給代

工廠的主要依據，而承接台資廠轉包國際訂單的中資廠也要接受國際

買主的驗廠，合格之後才能正式加入全球供應鏈。筆者曾經在 2012年

7月參與一次鞋業台商的預驗，當時台資鞋廠裏面負責處理外包業務

的楊經理，特別提醒中資廠的趙總經理要注意童工與社會保險的問

題，因為這是此次美國中高檔國際知名女鞋品牌買主驗廠的重點項

目。楊經理建議趙總，如果工廠有雇用童工，就讓他們放一個禮拜的

假之後再回來；如果有勞動合同與社保覆蓋率的問題，也要事先準備

好行政文件，並與工人進行溝通，以免在買主隨機訪談調查中無法通

過檢驗。而在預驗過程中，楊經理問趙總怎麼解決社保問題？是不是

在老家四川重慶就不用社保？19趙總回答：

在重慶也要，但是你就不要設在工業區裏面就行了，找一個

名不見經傳的小工業區，根本就不會有人來管你，找你麻煩

……我現在在東莞的這個廠也沒有保社保。……先前美國大

型連鎖零售商來驗廠的時候是以通過率為最主要判準，通過

17 「水平」為當地用語，台灣稱為「水準」。
18 中國在 2008年與 2011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與社會保險法，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便

是希望透過這兩個勞動社會政策提高社會保險在企業的覆蓋率。
19 趙總除了在東莞擁有鞋廠之外，在四川與湖南也都設有鞋面加工廠。而趙總的工廠便

是表 4裏的 A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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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以上就算合格。因此我這邊的做法是買通所有員工，讓

他們死背所有規定，只要被抽查到的人都答的正確，而且全

組也都通過了，每個人就發 200塊獎金。只要沒通過，誰也

拿不到錢，只有你通過了也是如此……而且這樣做的效果還

不錯。

上述做法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差序執法」（鄭志鵬

2014），因為現在地方政府官員都把稽查重心放在包括台商在內的外

資企業身上，而當地企業則享有類似執法假期的待遇。東莞台資廠與

中資廠雙方的負責人在 2015 年 7 月接受筆者訪談時，也都提到外資

企業是目前地方政府查察的主要對象，有些台商從原本一年一次的例

行檢查增加到一年多次的不定期抽查，而且不僅是勞動條件，消防安

全與廠場衛生也都成為地方官員開始「認真」稽核的項目。然而整體

工作條件與環境不如台資廠的中資廠，頂多是接到書面要求，官員並

沒有真正採取行動，2014年 4月東莞台資裕元鞋廠發生社保大罷工之

後，更加確立了地方政府勞動檢查的雙軌制。這種雙軌制的勞動檢查

也成為中資私營企業利潤與接單競爭力的一個重要來源。不僅是當地

政府，外國買主對中資企業也存在「差序執法」的現象。例如一位負

責替外國買主採購鞋子、自己也有品牌的台灣貿易商表示：不同採購

類型及單價的 buyers（供應商的習慣用語）因為受到國際反血汗工廠

運動程度不一的壓力，使得它們在執行代工廠的勞動檢查會出現落

差，像 Nike、Adidas與 Nine West等高單價的品牌商，就比 Target、

Wal-Mart與 J. C. Penny等低單價的零售商對於代工廠的勞動條件是否

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有更高的標準。再者，外國買主如果知道它的代工

廠是中資廠（即使是透過台資廠轉單），也會放寬驗廠的標準，像是

社保覆蓋率就不會那麼嚴格地要求，因為相較於處於供應鏈末端的中

資廠，生產位階較高的台商才是國際反血汗工廠運動主要抗議的目

標。

此外，本地材料廠商也會視買主的內外資性質而給予不同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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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亦即，外資鞋廠向本地材料廠採購的單價高於本地的內資鞋廠，

而且這種價格上的落差是基於本地鞋材廠普遍認為「外資廠的錢比較

好拿，單價肯定要高」的心態，而非材料品質上的差異。因此，原本

用來吸引外資到中國投資設廠的低成本優勢，在地方政府、國際買主

與本地供應廠商的共同操作下反而轉移到中資廠，成為其在後國際金

融危機時期崛起的重要因素。

從以上分析可知中資企業的總體生產成本已低於台資企業，再加

上前一節提及的政府政策扶持，提升了中資企業整體接單價格的競爭

力。即使全球經濟景氣復甦回溫，留在珠三角並握有國際買主訂單的

台資企業也不得不與中資企業合作，因為以往經常合作的台資協力

廠，有一大部分都已在這一波相繼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中不支倒地。

不過藉由中資企業減少勞動成本並且規避買主勞動檢查的這些事情來

看，我們可以發現，熟悉全球商品鏈運作的台資企業在中資企業崛起

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如此，中資企業在創業資本、組織

結構、技術學習與經營管理等方面，也都可以看見以往台資廠身影烙

印其中的痕跡。

不過在進入下一階段的討論前，必須先處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運

作的核心問題，亦即：農民工是怎麼看待中資廠這種比外資企業更惡

劣（或不比其優越）的勞動條件？他們為什麼不起來反抗？這與中國

自 1990 年代以來親資本的專制勞動體制 (despotic regime) 有關 (Lee

1998; Pun 2005; Lin et al. 2016)。在勞資爭議與公民權利等各方面，農

民工的相關權益一直被地方政府視為是一種財政負擔，因而地方政府

與外來農民工之間始終存在著利益衝突。從戶口制度衍生出來的社

保、暫住證、工作證、女性專屬的計畫生育卡等多種身分，更是建構

出中國多層次不平等的「公民身分差序」格局（吳介民 2011），這種

情況並不因為農民工工作地點的不同（內外資企業）而有所差異。許

多受訪的農民工都表示，由於工資太低，買不起房，也無力負擔小孩

昂貴的教育費用，因此不太可能在沿海大城市落戶。通常，農民工最

終仍是想要努力賺錢改善老家的生活，或是攢錢回家做小生意，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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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卻往往無法如願而在各地工廠流浪。在這種前提下，即使五險一

金 20覆蓋率低於台資廠的中資企業要求加保社保，農民工也不一定願

意多花錢買保險，因為省分之間制度轉軌的問題，就有可能讓轉業或

已達法定退休年齡的農民工蒙受利益損失。21換句話說，只要勞動檢

查雙軌制持續存在，中資企業的勞資衝突就暫時不會浮上檯面，其利

潤率也就能持續高於台資企業。

（二）「台資系企業」的生成：技術層面（機會結構、資

金來源與專業知識）

本地的廠多，但它還是以台灣為主的，都是從你們台灣打工

衍生出來的嘛。我在這些廠打工，然後我覺得我也能幹老闆

了，我就辦一個 300人、200人的廠，那個規模都很小，沒

有台灣人規模那麼大。（F廠吳總）

雖然「台資企業沒落，中資企業興起」已經是珠三角經濟地景一

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如何掌握這批中資私營企業的整體

樣貌？以製鞋產業為例，根據筆者目前訪談的這 14間廠商，22可以大

致歸納出一些共同的背景與特徵（見表 4）。首先，這些位於東莞的

中資鞋廠大部分成立的時間是在 2000 年代，而且這些私營企業主都

不是廣東人（除了M廠的蔣董之外），絕大多數是出生內陸地區並具

20 五險一金指的是養老、失業、工傷、生育與醫療五種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
21 不過這幾年中國社保制度改革已逐漸朝向跨省個人帳戶轉移的方向努力。國務院在2009

年頒布實施了〈關於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與〈流動就
業人員基本醫療保障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2011年的〈社會保險法〉也做出了相
應的規定，但是實際轉移過程仍會因各地的制度差異而導致個人帳戶轉移不順，而且
下一個就業的工廠也不一定願意替工人加保。以上這些因素都讓不少農民工寧願選擇
多留些錢在身邊，而不參加養老保險。

22 這 14間廠商是本文最主要的受訪對象，每次訪談時間都在 90分鐘以上，部分廠商則
進行複訪甚至三訪。至於其他接受訪談包括珠三角與長三角在內的中資廠商還有 10
間，因為產業類別不同而且資料較不完整，因此並沒有放進本文，僅做為對照參考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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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農村戶口的農民工。23換句話說，他們都曾經有過到沿海地區打工

表 4 東莞製鞋業中資私營企業主圖像

公司／
負責人

業務
項目

性別
出生
年份

出生
地

戶口
教育
程度

黨籍
創業
時間

A廠
趙總

成型廠 男 1971 四川 農村 國小 無 2005

B廠
錢總

成型廠 男 1973 江西
農轉非農
（新莞人）

大學 無 2003

C廠
孫經理

成型廠 男 1967 河南 農村 初中 無 2003

D廠
李總

成型廠 男 1983 四川 農村 初中 無 2008

E廠
周董

成型廠 男 1971 貴州 農村 國小肄業 無 2003

F廠
吳總

鞋材廠 男 1969 安徽
農轉非農
（城市擴張）

高中，創業後進
修 EMBA

2009
加入

1999

G廠
鄭董

成型廠 男 1974 河南 農村 初中 無 2009

H廠
王總

成型廠 女 1976 河南
農轉非農
（結婚）

高中 無 2007

I廠
馮總

針車廠 男 1972 四川 農村 專科 無 2009

J廠
陳總

針車廠 女 1970 四川 農村 初中 無 2004

K廠
褚總

鞋材廠 男 1975 四川 農村 初中 無 2007

L廠
衛總

成型廠 男 1974 福建
農轉非農

（新莞人）
初中 無 2008

M廠
蔣董

鞋材廠 男 1969 廣東
農轉非農

（城市擴張）

高中，創業後進

修 EMBA
兩年 1999

N廠
沈總

成型廠 男 1974 湖北 農村 高中 無 2014

23 雖然大部分企業主仍然保留了農村戶口，但是有些老闆的戶口則在後來發生了變化。
例如 B廠的錢總與 L廠的衛總因為在東莞買了房，而且考慮到小孩未來的教育，因此
選擇在當地落戶變成了新莞人，而 H鞋廠的女老闆王總則是因為嫁給有城市戶口的先
生而改變了戶籍身分。此外，F廠的吳總與M廠的蔣董則是因為出生地附近的都市向
外擴張，家鄉土地被政府徵用後才轉變身分成為非農的城市戶口。不過對這些私營企
業主來說，這幾年擁有城市戶口已經不再稀奇，相反地，他們寧願保留農村戶口，因
為土地不僅可以生產糧食，更成為一種生財工具，許多受訪的鞋廠幹部（不管是在台
資廠還是中資廠工作）也都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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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在教育水平方面，大部分企業主的教育程度是中學畢業（其

中有兩位是為了拓展視野與人脈而在創業後到大學念EMBA），平均

年齡在 35-45歲。他們都是在出來打工多年之後，才決定開工廠當老

闆，而且通常是由夫妻共同創業（女老闆在這份調查中的比例不高，

只有兩位），其中至少會有一位曾經在外資工廠工作過。再者，這些

工廠的規模都不大，屬於中小型企業，雇用人數則依所從事的生產步

驟而定，像是成型鞋廠所需要的人數比較多，一間有一條成型線的工

廠就需要大約一百多名工人，如果有三條成型線再加上行政人員，可

能就需要 400人左右，而有 500人以上規模的中資廠就算是中大型鞋

廠；不過鞋面針車廠所需要的人數比較有彈性，可以從幾十到數百名

工人，視工廠所承接的訂單量而定。只是這些有上百人的針車廠，大

部分都是成型鞋廠老闆在老家附近設立的，除了便於管理外，勞動成

本相對於沿海地區來說，也比較低廉，例如趙總的A廠便是如此。他

在東莞擁有四條成型線，員工人數 450人，但是為了節省生產成本而

將鞋面針車廠分別設在自己與老婆的老家—四川與湖南，兩地的總

人數約為 800人，除了生產自己的鞋面外，也承接其他工廠的訂單。24

最後，除了 M廠的蔣董在 1990年代因為做為中外合資企業中方代表

而曾經加入共產黨兩年，以及F廠的吳總因為事業成功，因而在 2009

年於家鄉被延攬入黨成為紅色資本家外，其餘中資企業主都沒有共產

黨黨員的身分，因此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或者應該說是「黑

手變頭家」25。

當初這些私營企業主的創業動機是什麼？一般來說有以下幾個原

24 在內陸地區設廠當然可以節省成本，這也是許多台商從沿海西進、希望能夠找到下一
個珠三角的原因。但是要如何解決內陸工人（工廠就在老家附近，因此無須留宿）季
節性的調節問題，例如農忙、婚喪喜慶與不想加班等，卻讓台商非常頭痛（鄧建邦
2015）。那麼中資廠是如何克服這些問題的？在本文受訪的這 14間中資企業中，只有
A廠、B廠與 E廠有在內陸地區設廠，而 A廠的趙總是透過使用監獄工的方式來穩定
產量，解決上述這些用工難題，因此他的工廠規模也是這三間企業中最大的。但是 A
廠的這種制度安排並不容易，也不是所有的中資廠都有這種管道。因此對於中資企業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以解決內陸地區的用工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調查才有辦法釐清，
本文在這裏僅能提供一個初步的回答。

25 這個說法來自謝國雄對台灣中小企業主社會階層流動的分析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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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一，因為原先工作的台資企業倒閉、但又不想走回頭路繼續打

工，因此出來創業開工廠，像A廠的趙總、J廠的陳總以及M廠的蔣

董便是如此。第二，職位升遷的「透明天花板」效應。古典的組織社

會學在討論企業內部的升遷議題時，通常是以「同質社會再生產」

(homosocial reproduction)的概念來分析解釋企業管理者為何喜歡雇用

社會類屬同質性較高的人進入管理階層，因為要應付工作中隨之而來

的不確定性 (Kanter 1977)，然而這種同質性卻會形成一種「透明的天

花板」，阻礙少數及弱勢族群與性別員工的升遷機會 (Collins 1997;

Smith 2002)。國內的台商研究也發現同樣的情形，不僅工廠族群分工

結構有二分的現象，在廠內活動空間以及私下的休閒生活安排也存在

陌生的距離，即使是核心的當地幹部，也很難打進台商／台灣人的圈

子（鄧建邦 2002；王宏仁、蔡承宏 2007）。因此筆者在訪談中，時

常聽到這些中資企業主抱怨他們「升不上去」，例如 B 廠的錢總便

說：雖然每年都會調漲薪水，甚至有時能跟台幹的薪水一樣高，但是

升到主任之後便無法再升廠長，職位一直停留在原地不動。E 廠的周

董、D廠的李總、I廠的馮總以及N廠的沈總也都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他們認為外資廠的老闆似乎不太信任他們這些大陸人，不願意「真

正」放心地把工廠交由他們管理。亦即職位升遷受阻，也是這些私營

企業主為什麼會出來創業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後一個創業的動機是受

到同儕的刺激，例如 I 廠的馮總便是因為「看到許多當初一起打工的

老鄉與朋友都出來創業，而且搞得還不錯，想說自己都已經三十好幾

了，再不出來就沒有機會了」，而G廠的鄭董與 F廠的吳總也是基於

同樣的理由才出來創業。

上述這些將創業念頭付諸實踐的私營企業主們，目前公司登記註

冊的法律形式多為有限責任公司。這是因為相較於個體戶、獨資企業

與合夥企業，有限責任公司除了信用度與知名度較高外，對於公司債

務也只需承擔有限責任；另外，相較於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

的財務報表不須經會計審核且對外公告。因此有限責任公司這種企業

組織類型非常適合中小型規模、且需要對外簽訂合同的私營企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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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戶不能對外簽訂合同）。這也是為什麼有限責任公司的所有權形態

在 1988年私營企業獲得中共法律認可後，能夠從 1990年不到 5% 一

路上升到 2010年的 83%（見表 2），並成為目前私營企業主流註冊形

式的原因。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企業一開始就以有限責任公司註冊，

例如H廠的王總與D廠的李總原先創辦的形式是個體戶，後來因為規

模逐漸擴大，才轉為有限責任公司。在受訪的 14 間私營企業中，只

有M廠這一間目前登記註冊的法律形式為股份有限公司，而它採取這

種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準備於 2016年申請上市。M 廠也是目前

筆者訪談東莞製鞋產業中規模最大的一間私營企業，旗下有 4間子公

司，員工人數大約 1,500人。

上述這些公司雖然現今大多已脫離草創階段，有獨立承接訂單的

能力，規模也比全國私營企業平均雇用人數多上數倍，但是這些珠三

角的私營企業主當初是如何取得創業資金的？根據筆者的訪談資料，

這第一筆的創業資金來源通常可以區分成三類：多年儲蓄累積的財

富、向親戚朋友融資或合資，以及台商的挹注，其中又以儲蓄這個管

道占訪談的大多數。由於製鞋產業資金的進入門檻不高，特別是這些

中小型中資企業主一開始會選擇先從針車廠或者是三合一廠 26開始。

例如成立一條三合一所需的資金大約只要人民幣 10 萬元左右，再加

上這些生產機器與設備大部分都是跟已經關廠離開東莞的鞋業台商買

來的，所以價格會比全新的便宜許多。當筆者問到為什麼不跟銀行融

資時，這些中資企業主的答案非常一致：不太可能，因為沒有任何擔

保品，銀行不太可能借錢給你開工廠、做生意，所以得靠自己的儲蓄

才行，而且即使有擔保品，也還要靠關係才有辦法。其實這也是大部

分中小型企業主目前所擔心的問題，因為工廠成立幾年之後會面臨擴

廠、增加部門與產業升級的挑戰，這時候融資的管道與額度就是一個

重要的關鍵。除了關係好的企業主可以向當地銀行申請貸款外，一些

26 三合一指的是完成鞋子底部各個部分的組合，包括包跟、包防水台、貼沿條、組合跟
與大底以及包中底，是成型線組合底部與面部的前置作業。有些鞋廠有附設三合一線，
有些則外包出去給專門的三合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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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主的解決辦法是回老家跟地方政府申請創業補助，或者是由

合作關係良好的台資企業加碼投資，成為公司的股東（例如H廠），

又或者跟台商預借現金，之後再分兩、三年或從每雙鞋扣除一定比例

攤還（例如B廠）。這是一種互惠互賴的方式，中資廠擴廠之後能夠

消化台資廠與貿易公司更多的訂單，而台資廠與貿易公司也可以從中

掌握產品的品質與出貨進度。其實會加碼投資的台資企業從一開始便

是這些中資廠創業時的資金挹注者，通常也是他們鼓勵這些曾經是工

廠裏資深且進取企圖心強烈的陸幹出去創業，並且保證供應訂單，甚

至還會出借機器等生產設備。如果生產的原材料價格較高，台資廠也

會預借資金讓中資廠進行採購，日後再從貨款中扣抵。

一旦擁有創業資金後，這些沒有受過正規專門經營管理與職業教

育的中資企業主，又如何獲取創業及經營工廠所需的相關知識？「做

中學」，是他們成為老闆的必經過程。李總在創立D廠前所做的準備

工作，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一個企業主為何會選擇特定的產業進行創

業，以及他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來源。

李總1983年出生於四川重慶附近的小村子，1997年初中畢業後，

因為對念書沒興趣，便經由早他一年離開家鄉、外出打工的姊姊的介

紹，到了東莞的台資欣隆鞋廠工作。27因為手巧，李總一開始是在女

性員工為主的針車部門工作，第一份工資是人民幣 370元（以下工資

皆為人民幣）。當時每天從早上七點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半年

之後便對針車部門的工作十分熟悉，並因此被拔擢晉升為組長，之後

再被王協理（廠內台幹）調到試作組，28工資調升至 1,300 元。因為

職務的關係，李總須要經常去樣品室，因此對開版工作產生了興趣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開版的薪水較高），於是便跟著另一位台幹陳師

傅學習打版。因為常常在針車部門下班後主動留下來練習，所以很受

27 欣隆在當時是一間擁有數萬名工人的大型台資鞋廠，在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及中國
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後，已將生產重心轉往越南發展。

28 試做組是介於樣品與量產之間的橋樑單位。量產之前，樣品師傅做完樣品後需要試做
組將這款鞋子的每個尺碼一一製作出來，而樣品必須要通過生產試做這一關之後才可
以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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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協理與陳師傅的器重。後來因為等不到升遷機會，李總在王協理與

陳師傅的介紹下於 1999下半年到另一間台資恆星鞋廠的樣品室工作，

正式成為一名開版師傅，半年後再跳槽到一間專做日本線的台資達觀

鞋廠。李總之所以跳槽，除了日本線對於品質的要求更高外，主要是

因為達觀裏面有一位名聞東莞的開版師傅—趙師傅，李總想跟在他

旁邊學習，後來他也是趙師傅最後一位入門弟子。因此即使趙師傅在

2015年，因為健康因素返台靜養，李總仍與他保持密切聯繫，此時李

總的工資是 2,000元。

到 2002 年底，李總不僅已有能力在樣品室獨當一面，而且也開

始幫另一間中小型的台資鞋廠管理工廠。有趣的是，因為看到同行在

東莞厚街開了一間專門教授繪圖、刀工與面版貼法等打版技術的培訓

班，生意很不錯，於是李總也如法炮製在老東家欣隆鞋廠旁開設了一

間，總共收了將近四百位學生，每位學生學費 3,500元，不到兩年就

賺進人生第一桶金。李總還記得當時廣告的宣傳用語是「兩個月出

師，包進廠」。但也因此影響到欣隆鞋廠的人員流動，在曾經提拔他

的老長官王協理與陳師傅多次勸說和關切下，才關閉了這間培訓班。

培訓班結束後，2004 年李總到了一間在廣州的港資華芳貿易公司任

職，擔任業務與品管 (QC) 的工作。華芳一開始業務種類繁雜，進出

口的項目包括沙發、首飾、帽子、衣服、鞋子等，因為李總在東莞認

識品質不錯的鞋廠，後來華芳就專做鞋子的買賣。第一年只接了 2萬

多雙的訂單，第二年 20萬雙，第三年就有 70、80萬雙，到了他離開

的 2008年，接單量達到 110萬雙。後來李總之所以會離開華芳，是因

為公司雇用了一位巴西人，因為彼此溝通不良，而且認為自己不被老

闆信任，因此決定離開，創建自己的工廠。

2008年 10月，李總與老鄉在厚街合開了一間鞋廠，由老鄉負責

財務，他負責生產管理；後來老鄉因為理念不合而離開，李總成了唯

一的老闆。夫妻兩人一起打拚至今，小孩也在東莞當地的小學就讀。

筆者在 2013 年 7 月第一次訪談李總時，因為廠房三年的租約到期，

並且有意增設樣品部，提供更多的服務，需要更大的場地以擴充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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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所以將工廠從厚街遷至東城區。筆者於 2015 年 7 月再度拜訪李

總時，他公司的樣品部門已建置完成並開始運作，而且另外增加了一

條生產線。表 5便是李總創立 D廠前的準備工作簡表。

由表 5可以得知，李總在創立D廠之前，已經在製鞋業打滾了 11

年，歷練過針車、樣品、打版、成型、貿易等在內的許多部門，也曾

擔任過組長、廠長、業務與 QC，資歷相當完整。這些技術訓練和經

歷使得李總在創立與經營工廠時可以無縫接軌。基本上，李總的打工

經歷可說是這些中資私營企業主創業前的寫照，有的企業主甚至曾在

外資企業待過更久的時間，例如 A 廠趙總、C 廠孫總、E廠周董、G

廠鄭董、L 廠衛總與 N 廠沈總等人，都是在外資廠工作超過 15年以

上才出來自己創業。甚至有些分散在東莞各地的中資企業主還隸屬於

同一個系統，例如A廠趙總與D廠李總便是出身於一間在中國與越南

都有投資的大型台資鞋廠，而 I廠、J 廠與 K 廠這三間公司的老闆則

同樣出身於另一間台資橡膠企業集團旗下負責製鞋的一間子公司；然

表 5 李總創立 D廠前的準備工作

時間 工作地點 工作內容

1997年 7月 1日
至 1999下半年

東莞寮步

台資欣隆鞋廠

針車部門

試做組（同時開始學習開版技術）

1999下半年
至 2000年

東莞清溪

台資恆星鞋廠

樣品部門

2000年至 2001年 東莞厚街

台資達觀鞋廠

樣品部門（專做日本精品線）

正式出師成為一名開版師傅

2002年 東莞厚街

台資廣元鞋廠

管理樣品部門

2002年底 東莞寮步

台資欣德鞋廠

管理整間工廠（欣德隸屬於欣隆系

統，專做美國知名高單價女鞋品牌）

2003年 東莞寮步

技泰培訓班

開版補習班主任，開班授徒

2004年至 2008年 廣州與東莞

港資華芳貿易公司

業務部門

品管 (QC)

2008年 10月迄今 東莞

D廠
自立門戶，創設 D 廠，一開始在厚
街，現在在東莞東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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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系出同門的企業主彼此之間不一定認識，或許聽過對方的名

字，卻沒見過本人。一位受訪的資深台幹用了一個很生動的比喻：

「黃埔軍校」，來描述台資企業這種向外開枝散葉的情況。換言之，

在中國沿海投資的台資廠就像一間學校，訓練出很多民營的中小企業

主。戶口在福建泉州農村的L廠衛總便說：現在福建晉江與莆田很多

本地鞋廠，從做地攤鞋到外銷的這些技術與知識，也是台商培養訓練

出來的，甚至中國本地相當知名的安踏集團，很多重要幹部也都來自

台灣的裕元鞋廠。這些接受過同樣訓練，熟悉台資廠工作文化的本地

幹部，不僅可以替中資廠老闆省下許多培訓的時間與經費，也讓工廠

的生產過程能夠更加順暢地運作。因為對 F廠的吳總來說，「不是有

資本就能夠做生意，生管（生產管理）經驗與技術人才怎麼來才是重

點。」

以產量的控管為例，許多中資廠都採用了一套台資企業用來提升

生產效率的管理模式：即透過每條生產線的數量統計，管理者得以清

楚掌握每日／每月的產量，並且利用相互競爭及加發獎金的方式，來

提高生產線上工人的效率。圖 2便是掛在G廠董事長室的月產量對照

表，鄭董表示，這個看板式作業的方法就是從台資企業那裏學來的。

從圖 2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鄭董其實擁有兩個工廠：G1與 G2。透

圖 2 鄭董用來管理 G鞋廠兩個分廠（G1與 G2）產量的作業看板



外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形成 171

過這個看板，鄭董可以隨時掌握這兩個工廠的生產進度，如果有哪一

個廠的進度落後，便可以馬上追查原因，隔天就立刻加以改進。本文

所訪問的中資企業，幾乎每間老闆的辦公室牆上都掛著一個這種監看

生產流程的看板。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現今珠三角「中資廠台化」的情形

非常普遍，而這種現象也發生在中資企業技術層面的追趕與複製上。

因為承接台商訂單的中資企業和台商過去合作的台資企業，除了族群

背景之外，還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落差。例如中資鞋廠目前仍然無法

做出複雜、精緻並且充滿時尚感的鞋子（像是高跟鞋），而且本身也

較不具備參與全球鞋業供應鏈的經驗，所以在品質的管控與產品多樣

性上也有明顯的差別，甚至中國的中高檔品牌，例如安踏與李寧，也

都傾向找台資廠生產。為了彌補這種不足，中資鞋廠會高薪招募或挖

角台灣的高階幹部來改善和提升他們的技術、機器設備、生產流程與

品管的能力，希望可以改善他們與台資企業的合作關係，進而打進由

台商掌控的東莞出口導向製鞋產業，像是E廠的周董就聘請了一位台

幹擔任副總經理，幫他管理東莞及貴州（鞋面）兩地的工廠。

然而，不是每個中資鞋廠都聘有台幹或者是由經驗老到、曾在台

資廠工作的陸幹掌管。因此，有些台灣製鞋業者企圖發展出一套生產

標準化作業流程，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克服上述中資廠的技術障

礙，使得生產品質不會因為更換協力廠（由台轉中）而受到影響。以

筆者在 2012 年參訪的一間台資鞋業貿易商／鞋廠為例，為了要把中

資廠訓練成為一個合格的供應商，這間貿易商／鞋廠發展出一套稱為

DDCP (Digital Design Center Project) 的專案計畫，希望將製鞋程序盡

可能地標準化。29根據這家貿易公司董事長的說法，創建這套方案的

其中一個理由便是為了提供中資供應商專業化的技術支援：

29 總地來說，對台灣製鞋業者而言，要把鞋楦 (shoe last) 和鞋面設計 (upper model) 數位
化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鞋楦，它是一雙鞋子的靈魂，包含了腳跟高度、趾型與足寬，
這通常得由最資深的師傅手工製作。而 DDCP最大的挑戰就在於為了使新進的中資廠
能夠滿足 OEM 的需求，它試圖將製鞋流程完全標準化，而目前這套標準化的試驗還
在進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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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製鞋業者）把地方工廠納入自己的生產網絡裏面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地方工廠都能達

到台灣做鞋子的標準而能夠成為合格供應商。所以呢，

DDCP的首要目標就是一面讓製鞋流程標準化，另一面讓這

些沒有經驗的地方工廠可以通過標準化的流程來達到我們公

司的要求。當然，製鞋流程並不是可以完完全全地被標準化

的，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地方工廠能夠成為我們成功的

partner，那 DDCP這個計畫是一個必要的嘗試。

執行這個計畫的專案經理用「中央廚房」來比喻這個標準化的生

產流程。在這座中央廚房裏，所有中國當地的供應商，不管其技術成

分，都可以成為台灣製鞋業者的 OEM 代工者。與此同時，留在珠三

角的這些台灣製鞋業者變成了「準國際買主」，一方面轉變成貿易商

升級自己的技術，另一方面則嘗試自創品牌，企圖在全球供應鏈裏提

升自己的位置。由此可知，相較於 2000 年以後台資企業內部逐漸中

化的情況（陸幹已經全面取代台幹以往在台資企業中扮演的角色），

近幾年崛起的中資企業也出現台化的情形。為了打進台商主導的生產

網絡，中資企業主不僅聘請台幹來協助改善生產環境，並雇用曾在台

資廠工作的本地幹部來增加溝通與減少摩擦；而企圖轉型成準國際買

主的台資企業也透過技術移轉的方式來打造「類台商」的分身，以確

保產品最終的品質與交期。「台資廠中化，中資廠台化」是現今東莞

外銷製鞋產業最主要的特徵，這種特徵同時也說明了跨國資本在珠三

角私營企業主創業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力。

除了創業過程之外，企業也必須要透過不斷地創新來維持競爭

力，而珠三角這批私營企業在面對產業環境挑戰時所採取的創新策略

也與台商有關。以 M廠為例，它是一間在 2002年成立於東莞的中資

鞋材公司，30專門生產環保改性 TPR 膠粒、EVA 膠粒與工程塑料為

30 蔣董在創立 M 廠之前曾經擔任過家鄉一間中外（台資鞋材廠）合資企業的中方代表
(1990-1997)，負責廠長、報關與財務等工作。其實這是早期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投資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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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旗下有四間子公司，其中一間為鞋廠，主要合作客戶包括Crocs、

UA、Skechers、Adidas 與 Wal-Mart 等國際知名品牌與零售商。相較

於其他同業遭受國際金融風暴的嚴重打擊而業績下滑，M廠似乎沒有

受到太大影響，並預計在 2016年上市。M廠之所以能度過這波危機，

並在廣東「騰籠換鳥」的政策下存活，最主要原因是在材料的研發

上，從原本傳統的塑膠原料轉換到生產節能減（碳）排的新材料，並

且取得中國與美國的專利，是當時珠三角地區唯一的一間，因此成為

強調低碳環保材質的美國買主指定唯一合作的廠商。當筆者問及這種

技術來源為何時，蔣董說除了有 30 人左右的研發單位進行研發外，

另外還跟台灣的大中公司合作（M廠先前曾經跟大中買過材料），大

中會定期派遣博士級的幹部過來指導技術。至於研發成功的新材料上

市後，該如何分配利潤？蔣董說，M廠每賣一噸材料，大中就可以抽

取 2% 的佣金當做技術轉移的回饋。亦即，在中資企業面對產業環境

變動的挑戰時，它仍是透過熟悉的人際網絡搜尋產業升級轉型可能的

合作對象，而做為技術先行者的台商再度成為是中國私營企業尋求新

技術來源的主要目標。

由M廠技術升級的例子，以及台商轉型成為「準國際買主」的過

程，我們發現，東莞做為中國製鞋主要出口的角色在 2008 年之後發

生轉變：從原本注重產量轉為提升技術，這可以從表 1東莞外銷鞋業

的接單價格有所提升得知。一位將營運總部設在東莞並且在中國、越

南與柬埔寨三國都有下單、專做高跟鞋的台資貿易商表示：因為中國

勞動成本提高，各地生產比重的調整是必然的結果，但東莞依舊是鞋

子的研發設計重心，因為整個產業供應鏈最完整，所以還是會將量

見的一種模式，不論是三資企業還是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都是如此。因為地方政府不
信任外商，因此經常會派人監督企業的日常運作，而外資企業之所以會配合，一方面
是因為寄人籬下，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不熟悉當地政府體制的運作模式，有中方代表在，
可以避免官員尋租行為對生產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而蔣董在這 7年間，也一路由主
管、副理、經理、協理，最後升到副總的職位，後來這間合資廠因為台商經營不善而
倒閉。蔣董在 1999年向地方政府承租當初台商留下的機器設備，以名義上合資的方式
開始創業（因為政府並沒有出錢），向以往曾經有業務往來的台資鞋廠代工。直到2002
年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後，蔣董便買地自己蓋廠房，脫公入私，在 2002年以私人企業
登記註冊M廠這間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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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多樣且中高單價的女鞋製造留在東莞。這也是東莞目前能夠繼續

維持世界鞋都地位的關鍵所在。

（三）「台資系企業」的生成：文化層面（管理風格與文

化資本）

除了上述資金／人才／技術等組織創建過程所需的物質面向外，

中資私營企業在工廠文化方面也出現「類台商」的身分象徵，而這與

這些中資企業主本身擁有的「台灣經驗」有關。根據Bauder (2001)的

說法，生活經驗指的是行動者將在社會環境中所學習到的符號與意義

轉換成個人的認同與實踐，因此台灣經驗的具體指涉便是中國幹部／

工人將在台資工廠學習到的管理模式與企業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實

踐。以下便是幾個中資企業展現出台灣經驗內涵的例子，也可以說是

台資系企業的文化特徵。

首先是工廠的管理方式與風格。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軍事化管理

以及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是一般人對台式工廠治理方式的最直覺聯想

（連受訪台商自己也這樣認為），勞雇之間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空

間，它是一種以強制 (coercion) 做為勞動控制基礎的工廠體制，而這

也是包括港資在內的珠三角外資工廠勞動體制的主要特徵。中資廠在

某種程度上也學習到了台資廠這種軍事化的管理模式，例如早上上工

前工人要集合、開會、做操、唱廠歌，只是實行的程度已是今不如

昔；因為 2008 年勞動合同法頒布後的這幾年，由於工人勞動意識抬

頭，資方已不太可能嚴密地控制生產線上的工人，即使不少中資廠仍

提供三餐與宿舍，但是公司也不會強制要求工人一定要住宿，因此這

些受訪的中資企業主總是提到他們的管理方式比台商更「人性化一

點」。儘管如此，L廠的衛總與K廠的褚總提到，他們這些接受過台

式管理訓練科班出身的人所開設的公司還是比較有規範，且比本地的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有競爭力。不過這裏的「規範」似乎已不再只是

軍事化管理的勞動控制，還包括養成技術所需要的專業操作態度。

舉例來說，筆者曾問D廠李總一個問題：「如果本地廠訓練出來



外生的中國資本主義形成 175

的幹部到你那邊工作，還有台資廠訓練出來的幹部，你覺得兩個會有

差嗎？」李總回答：

如果一個本地的、一個港資的、一個台資的三樣來比的話，

我選擇台資的……我們就講技術含量這一塊，台資廠很標

準、很正規。就是像我們學師傅一樣，首先你學的師傅，你

師傅的東西就是很規矩的，很標準的東西，我們做徒弟學出

來也是很規矩、很標準的東西，如果說港資廠他都很隨便

……香港廠的，他的東西就是說，只要你把它弄出來，不管

怎麼弄，弄出來就可以了。台資廠我們已經做研發這一塊，

同樣的材料，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定型要定幾秒鐘，溫

度多少，80度幾秒，橫刀幾秒豎刀幾秒，下去幾刀下去幾秒

都要定好，試做定好，然後裁向 45 度還是直裁橫裁都是有

標準的，那我們就是試出來的，經驗出來的。有時候設定統

一這樣做，還是會有報廢，但是極少……如果港資廠，拿去

剪貼，也是報廢一大堆，而且台資廠的倉庫的數據，進出都

是很，就是全部是以單據說話的，進帳、出帳都是清清楚楚

的，然後一級一級簽字的，我覺得大陸廠和港資廠就沒辦

法。

李總對台資企業工廠管理標準化的描述方式非常接近 20 世紀初

泰勒 (Frederick Taylor) 所提出的科學管理原則 (1911)，兩者的目的都

是為了提高生產效率。這同時也是許多受訪的中資企業主覺得本地廠

比較沒有時間觀念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後者不注重產量與工作時間之

間的關係，I廠的馮總認為這是中國國營企業鐵飯碗政策造成的結果，

「反正在裏面都是吃大鍋飯的，我有錢拿，玩也是、混也是，你怎麼

做也是，反正都是拿這麼多錢。」從上述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才能夠

理解為什麼許多受訪的中資企業主會對台商的軍事化管理模式評價較

為正面，因為對他們來說，時間觀念的建立與專業技術的養成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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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之所以有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亦即，相較於本地的國營企業及民

營企業，做為跨國企業早期代表的台資廠，其管理方式在珠三角這批

中資私營企業主眼中，已成為一種「現代化」的表徵，是值得學習仿

效的對象。他們也以自己曾經在台資廠工作為榮，這似乎是一種創業

的印記，用來區別自己與他人的不同。

然而不僅是管理模式，台資廠的生產文化也進一步滲透進中資廠

的工廠經營之中。舉例來說，因為受到台灣風俗習慣的影響，台灣人

到中國投資設廠通常會從台灣請一尊土地公神像到中國的工廠供奉，

有些規模較大的台資廠甚至會蓋一間土地公廟，每逢農曆初二、十六

會以水果或餅乾來祭拜與感謝土地公的保佑，使工廠能順利經營、財

運亨通。這種台灣的民間習俗也重現於珠三角的中資企業。如圖 3所

示，這個位於 J廠內的神龕，上層供奉的是財神爺，下層便是土地公

的神主牌。當然供奉神明或祭祀祖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是

各地的習俗略有不同，像是台灣以及中國閩南沿海地區會在工廠內供

奉土地公，而廣東地區的

工廠則普遍以關公為主。

根據受訪的中資企業主表

示，雖然在他們以前的宗

教經驗中不拜土地公，但

是他們覺得有宗教信仰是

一件好事，這是從以前在

台資廠工作時向台灣人學

習的結果。不僅固定日期

會祭拜土地公，如果是車

間的機器設備出了什麼問

題，一直沒有辦法修好，

他們也會祭拜祈求神明的

保佑，希望能夠讓機器早

日恢復正常運作。J 廠的圖 3 J廠內的土地財神神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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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總便說：

我們也是，我們每一年在台灣工廠開工，我們（中籍）幹部

都會到場的。所有的模式基本上都跟他們學的，包括拜拜

啊。你看這個開工大吉（春聯）也是。……以前不會的，現

在我們也跟著也會拜拜。……還有覺得那個時候如果（車

間）做得不順啊！如果做得不順，我們還要買酒買肉呢，敬

一下那條線，怎麼回事兒，一個月老是在犯錯啊！總是要去

拜一下的！

除了祭祀之外，許多中資企業主與台資廠老闆一樣有泡茶的習

慣。筆者在訪談過程中，經常會被請喝茶，而且通常喝的是來自台灣

的烏龍茶與高山茶。這些中資企業老闆表示，雖然中國許多地方也產

茶，但是他們還是愛喝台灣茶，因為喜歡那股香味，有些老闆甚至說

「再好的鐵觀音，你喝起來也沒有台灣茶的這種味道」，所以他們都

會請合作的台灣鞋廠老闆或台幹幫忙代購台灣茶葉。與前述的祭祀文

化相同，廣東與福建地區的人本身就有喝茶的習慣，但是只有在台灣

才會將喝茶與做生意這件事情聯繫在一起，成為企業文化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在珠三角的私營企業中，這種來自台商的泡茶文化隨處可

見，以茶葉做為訪談伴手禮，也比較容易引起這些中資企業主的親近

與共鳴，這種於數次訪談經驗才累積得知的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也讓筆者後來的訪談過程更為順利。

最後，還有一個能夠代表台灣經驗象徵性意涵的例子，那便是

〈愛拚才會贏〉這首台語歌曲在華人生意圈裏十分流行。許多中資企

業的受訪者也很喜歡這首歌曲，因為他們覺得裏面的歌詞很有意思，

很符合他們出外打工的心情，也常放給他們的工人聽。對於台商來說

又何嘗不是如此，台灣只是一個資源缺乏的小島，中小企業在發展過

程中很少受到政府的協助，他們到海外投資，也因為國際政治的影響

而無法獲得母國的保護，一旦遇到商業糾紛，就只能自己想辦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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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因此對台商來說，台灣企業能有今日這樣的經濟成就，都是靠自

己打拚而來的結果。換句話說，「愛拚才會贏」，在某種程度上已經

成為海外台商的「國族認同」（龔宜君 2008），甚至用以區別台灣人

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的不同。

〈愛拚才會贏〉

一時失志不免怨歎

一時落魄不免膽寒

那通失去希望

每日醉茫茫

無魂有體親像稻草人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時起有時落

好運歹運總嘛要照起工來行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

愛拚才會贏

當然，中資私營企業主熟知的〈愛拚才會贏〉是由台商改編之後

的國語版本，也是許多台資工廠的廠歌，有時候會稍為更動歌詞，使

其較為口語，但仍保留靠自己打拚的勵志精神。有些中資企業的老闆

甚至會用台語唱，因為以前在台資廠工作時經常會陪台商台幹到卡拉

OK 唱歌，這首歌曲總能夠營造出團結熱血的氣氛，甚至這種氣氛會

延續到他們自己出來創業。每當筆者詢問這些中資企業主的創業過

程，他們都會不經意地提起：你們台灣不是有一首歌曲叫做「愛拚才

會贏」嗎！這首歌很能夠傳達我們的心情。因此一首歌曲不僅說明了

兩岸華人創業的共同心境，這種文化上的認同也提高了中資企業跨越

族群界線在生產關係上合作的可能。雖然文化認同不等同於國族認

同，但是中資企業在工廠經營管理及企業文化層面展現出來的台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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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卻建構出一個「擬似單一族群生產網絡」31的環境，而這些被歸

類為台資系的中資企業，便是讓這個擬似台商生產網絡得以順利運作

的重要基礎。亦即，是這些台資系的中資企業才有可能獲得來自跨國

資本的邀請，進入全球商品鏈之中。

總結來說，透過人員、資金、技術與文化的持續流動，在這個相

互滲透、跨界學習的過程中，中資企業在全球商品鏈中的角色日益重

要，甚至有取代台商成為全球製造業半邊陲手肘的趨勢。雖然台商對

珠三角經濟發展的實質影響力開始消退，甚至有一位受訪的台資廠老

闆認為，到最後「台商留下的可能只是一個記憶而已」，但是從本文

對珠三角中小型私營企業興起的探討過程中卻可以發現，這些來自台

灣的跨國資本家已經成為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生成的一股重要力量。

從上述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才有辦法理解一位受訪的港資廠老闆所

說的「我們（指的是港商與台商）已經完成歷史階段性任務了」這句

話的意涵：因為是這些亞洲的跨國資本讓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

系可以快速接軌，並使得中國得以順利地向市場經濟過渡。

五、結論：外生的「黑手頭家」與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

目前關於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路徑的辯論中，中國混合式的

經濟體制被認為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漸進改革方式，且在經濟表現上優

於其他兩種轉型路徑。然而在混合式經濟以公有產權體制為主導的前

提下，中國私營企業做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代表行動者，主要是透過發

31 這裏使用的「擬似單一族群生產網絡」概念是受到過去台灣中小企業組織網絡研究的
啟發，特別是陳介玄 (1994)用「擬似家族團體連帶」來分析在家族企業無法完全由親
族團體構成的情況下，如何藉由創造「自己人意識」來達到穩定企業經營所需的認同
感與歸屬感。人情關係及文化連帶與社會秩序的相互建構一直是社會學與人類學的關
注焦點 (Granovetter 1985; Carsten 2000)，這同時也是其中一種解釋改革開放後中國資
本主義形成的重要取徑，例如「虛擬產權」的創造（吳介民 1998）以及港台資本對中
國語言及文化親近性的挪用 (Hsing 1996) 等。本文提出的「擬似單一族群生產網絡」
也是對上述討論脈絡的一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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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非正式的經濟安排來建立維持私營經濟運作所需的制度基礎。本文

企圖提出另一種解釋中國經濟轉型路徑的觀點：主張跨國資本，特別

是具有語言及文化親近性的台港資本，在中國珠三角地區私營企業主

的創業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僅是珠三角，位於長三角、

在 1990 年代中期瀕臨破產的蘇南模式，也因為地方政府引進外資做

為經濟再次轉型的活水，成功地從本土進口替代走向出口導向的發展

模式（劉雅靈 2003），同樣再現了外資對於長三角公私營企業的創建

過程可能產生的影響力。因此，本文「外生的資本主義形成」的觀

點，32即是對中國經濟由下而上轉型路徑的補充，企圖凸顯中國資本

主義發展的多樣性。

不過，這批興起於 2000 年代的私營企業與 1980 及 1990 年代的

私營企業有何不同？由於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特徵是「從計畫外成

長」，因此中國的市場改革是從農村地區開始，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的實施，不僅打開了私營經濟的發展空間，也促成非公有企業在農

村地區的蓬勃發展；雖然城鎮地區在當時也有個體戶的私營經濟，但

這只是政府為了解決回鄉知識青年就業等問題所做出的暫時性回應。

不過也由於「從計畫外成長」這種經濟轉型特徵，1980年代的工業製

造部門基本上仍掌控在國營及鄉鎮集體企業手中，導致當時中國的私

營經濟發展只能以建築、運輸、零售等服務業以及家庭手工業為主，

雖然創造了一批農民企業家，但是他們的企業規模並不大。在 1992年

鄧小平南巡後，政府才開始大舉引入外資協助中國深化經濟改革，同

時也開啟新一波私營企業興起的風潮。不過不同於 1980 年代私營經

濟的主體是由農村改革而產生的農民企業家，1990年代出現的這批私

營企業更多是與國有、集體單位因為面臨外資的競爭壓力、因而必須

進行大規模產權私有化改革有關；因此比起農民與工人，公有企業的

管理人、地方幹部及其親屬更有可能成為私營企業主的候選人。林宗

32 Mary Gallagher (2005)也有類似的觀點，她稱呼外資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是一種「擴
散式的資本主義」(contagious capitalism)，只是 Gallagher 著重的是外資對勞工與中國
政治體制的影響，而本文則將探討焦點放在中國私營部門發展與外資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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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與吳曉剛 (2010)對中國階級結構轉型進行的分析也支持了這樣的看

法：在市場化時期 (1978-1992) 農民成為個體戶和村幹部變成資本家

的比例是同步上升的，然而在民營化時期 (1993-2005) 個體創業的機

會卻開始減少，不過幹部成為資本家的機會結構卻仍繼續存在。

那麼 2000 年代新生的私營企業有什麼特徵？首先，這些企業主

的身分大多是第一代農民工（1990年左右，從內陸來到沿海地區打工

的農民），教育程度不高，也不是共產黨黨員，但是因為擁有多年在

跨國企業工作的經驗，累積了豐富的專業技術與管理知識，因而有機

會在外資面臨危機時創業，並受邀進入到全球商品鏈，成為資本主義

世界分工體系的一環。這種面向全球、從事外銷製造的能力是 1980與

1990 年代的私營企業所缺乏的。換言之，2000 年代這批私營企業主

之所以能夠創業並不是因為他們如幹部企業家 (cadre-entrepreneurs)一

樣掌握了管制市場的權力而尋租獲益，而是在外資企業經歷了漫長的

創業預備期後才產生的結果。因此從勞動過程檢視，他們可以算是中

國版本的「黑手變頭家」：除了做中學的特質外，這些中國黑手頭家

們還具有濃厚的台資色彩與風格。33

雖然本文以「外生性」來解釋中國資本主義的生成，且主要的對

話對象是比較社會主義，但是外資對資本接受地的影響卻是發展理論

長期以來關注的焦點，因為外生性與發展的先後順序有關，但與發展

的意識型態無關。相較於現代化理論對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抱持正面樂觀的期待，奠基於拉丁美洲發展經驗而形成的依賴理論則

33 因為本文的分析對象是以製鞋業為主，與鞋業同屬勞力密集的中資私營成衣業（筆者
的另一田野對象，位於浙江平湖）與自行車業（邱雋弘 2005）等大致上都具備本文所
說的「台資系」企業特徵，甚至有些中資企業主因為長期與台商交易的關係，會認為
自己比許多台商還更像台商。但是這種「台資系」企業是否具有跨產業的趨同性，例
如同為台商聚集的電子資訊業？雖然電子資訊業並不是本文的研究對象，但是從「經
濟行動是鑲嵌於社會關係」(Granovetter 1985) 的這個角度加以理解，中資私營電子資
訊業者應該也會具有「台資系」企業的特徵，例如王柏期 (2014)對珠三角電腦機殼與
電源供應器產業的研究發現，許多中資廠老闆也都有在台資廠工作的經驗，而且這些
老闆也喜歡與台資廠合作，因為認為彼此的觀念與價值觀較為熟悉與一致。不過我們
也不能忽略不同的產業類型（例如技術與資本密集）應該會有不同的鑲嵌內涵，因此
更多產業類型的研究是必要的，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更清楚地掌握中國資本主義形成的
外生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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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處於加工出口區、不受當地制度限制的跨國資本，顯而易見地

會對本土企業與勞工權益造成不利影響，並使得後進國家長期處於一

種低度發展的狀態 (Frank 1966; Dos Santos 1970)。

中國自 1990年代以來一直是全球 FDI 重要的流入國，它採取的

世界工廠發展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支持了依賴理論的觀點，因為它高速

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犧牲廣大農民、勞工與自然環境的基礎之上。但

是在台商邀請下而崛起的中國本土私營企業，卻也挑戰了依賴理論所

主張：「不可能發生跨國企業的在地鑲嵌化」此一宿命論觀點。在這

種情況下，用更具能動性的「依賴發展」這個概念 (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Evans 1979) 來掌握中國目前的發展局面可能更為貼切。而古典

依賴理論之所以無法解釋東亞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崛起的其中一個原

因便是忽略了 FDI的多樣性。這裏的多樣性不僅是指跨國資本的族群

文化背景 (Lever-Tracy et al. 1996; Saxenian 2006; Ye 2014)，更包括本

文提及的企業規模、生產組織類型、全球分工結構重整壓力以及投資

當地的政經體制等，都可能會影響 FDI與資本接受國之間的互動關係

與結果。

本文對中國資本主義生成的分析同樣也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下來

加以審視，只是本文並不如傳統中國台商研究將探討的焦點放在占據

全球分工半邊陲位置的亞洲新興跨國資本，為了要解決中國經濟轉型

的市場不確定性而進行的各種鑲嵌方式（鄭志鵬、林宗弘 2015），而

是直接發掘台商（台灣因素）於中國本土企業創建過程所扮演的角

色，及這種外生性在近期「紅色供應鏈」興起中所具有的重要內涵。

最後，這批具有外生性特質的中資私營中小企業，對於我們理解

現今中國資本主義走向的爭論有何幫助？目前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

的討論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民進國退」與「國進民退」。「民進

國退」指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進行的市場經濟轉型，使得私營經濟

不論在年成長率、就業機會的提供以及對國內經濟產值的貢獻都遠超

過國營部門的表現，而這是產權轉變的必然結果 (Lardy 2014)。但是

這種直線演化論的取向卻受到「國進民退」觀點的質疑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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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國進民退」觀點提醒我們注意國營企業的重要性並沒有隨著

改革開放時間的推進而下降，相反地，1990年代晚期被「抓大放小」

後的國營企業，在共產黨的協助下於 2003 年之後開始獲利，並且控

制著許多被稱為「戰略高地」的策略性產業，因此這個觀點又被稱為

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 (state capitalism) (Tsai and Naughton 2015)。34

以本文對珠三角私營企業的研究為例，蔣董的M廠之所以可以安

然度過國際金融危機並預計於 2016 年上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

在創業預備期已經與家鄉所在地廣東沿海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日後融資

的管道，因而有較為充足的資金向台商購買技術並開發新產品；然而

M廠所具備的這種優勢卻是本文其他受訪廠商所缺乏的，這也是為什

麼過去幾年有些企業開始縮小規模且接單價格停滯不前的一個重要因

素。亦即，將 M廠放回 2000年代的這批私營企業之中，它會是一個

例外，而不是常態。M廠這個案例凸顯的是，由於國家財政體制仍留

有先前計畫經濟時期的公有企業融資偏誤特徵 (Tsai 2015)，使得缺乏

政治資本的私營企業主，有可能因此無法取得技術升級所需的資金而

失去市場競爭力。中國在發展資本主義過程中存在的這種獨厚國營部

門的產權差別待遇，限制了私營企業的持續發展 (Huang 2008)，而這

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東亞發展型國家之間的主要差異

（劉致賢 2015）。

總結來說，雖然中共在 1990 年代利用出口導向政策將中國整合

進全球經濟，但對於私營企業並不友善，即使現在因為外資的邀請而

產生了一批本土且具備出口能力的中小企業，然而中共如果不能消除

產權歧視，進而創造一個對私營部門發展較為公平的制度環境，一旦

外資撤離，國進民退傷害的將不只是具有外銷製造能力的私營企業，

還可能進一步造成國內所得分配與福利供給惡化 (Frazier 2015)。在這

34 在比較資本主義研究中，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一直是一個探討的焦點，其常
援引的對話觀點包括資本主義多樣性、發展型國家以及其他同樣以國家為主導的市場
經濟型態比較等 (Fligstein and Zhang 2011; Boyer 2011;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Boltho and Weber 2015)。



184 台灣社會學第 31期

種情況下，或許依賴理論的預言便不只是危言聳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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